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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与转型：
以区域发展的空间政治经济学为例


摘要：观念（包括情感）对于转型的影响能够被感知，但在经济学研究中较少涉及。本文首先厘清了一些看似观念，实为制度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我认为观念受到历史、认知和个体出身的影响，并且容易通过社会身份和群分效应得以强化。在大国的区域发展政策中，很多阻碍政策实施及经济社会转型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困境，都可以从观念中找到根源。观念会发生变化并且制约转型，因此，不可能存在事先计划的最优转型路径。转型路径是演化的，转型速度受制于观念及人们的相互影响，因此，通过转变观念来推进转型能够提升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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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如果说经济学忽略了观念的因素，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看上去非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家（特别是行为经济学家）肯定是不同意的。但是，关于观念如何影响了制度变迁，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经济学的确较少涉及。具体到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带来了体制转型的需要。但是，观念因素如何影响转型的路径，这是有待回答的问题。 
当我们思考转型问题的时候，基本的问题包括转型的路径和速度，而经济学的分析通常将关于转型的分析建立在转型的收益和成本两个方面基础之上。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是在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发生的。[footnoteRef:0]因此，传统的制度和转型理论往往从激励机制入手，看其如何影响转型，这一理论路径的重要性当然无庸置疑。相比之下，经济学家对于观念是忽视的，甚至可以说不屑一顾。[footnoteRef:1]相比之下，本文想强调的是，转型的收益和成本都带有主观评价，[footnoteRef:2]因此，不应忽视观念对转型的影响。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是回答两个问题：（1）观念如何影响现实世界的制度、政策及其均衡；（2）当观念成为影响转型的重要因素时，是否在理论上存在所谓最优的转型路径和速度，以及理论上的最优转型路径和速度是否可以构成经验研究的基础。 [0:  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900-1700）》，贾拥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1:  哈耶克是个例外，他认为，支配政治事务决策的观念总是缓慢演变的结果，演变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进行。新观念从少数几个人开始，逐渐传播，直到成为几乎不知道该观念起源的大多数人的认知。晚年的诺思也有所变化，他认为，制度变迁的最终源泉和动力，取决于人们信念和观念。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2:  或者说，转型的方向和路径选择路径常常依赖于个体主观因素。这些主观因素很难量化分析，比如乡愁对于城市化和农村发展的影响。] 

在讨论观念与转型的关系时，情感是一个相关的词。对于情感和观念的关系，我倾向于认为，情感更多影响个体对于事物及其变化所带来的心理收益与成本，而观念则更加与社会群体有关，它既包括个人层面的情感因素，也受到与特定群体身份有关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而特定社会群体的观念又与这个特定群体形成的历史和制度背景有关。当观念产生实际影响时，情感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变量，观念有时（但并不必定）激起个体对事后结果的情感（愉悦或厌恶），从而影响决策，并实现某种结果。观念在同身份的社会群体成员间——有时借助于情感——相互影响和传播，这可能使得制度和政策陷于当下的状态而难以改变，从而影响社会福利的改进。
当代中国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面临着人们的认识分歧。例如，当代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市场经济导致的，还是资源配置不够市场化导致的？资本与劳动是对立的，还是互补的？一个国家的特色是不是可以超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本文并不打算直接对这些宏大的问题展开讨论，而只想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讨论中为上述问题提供具体的场景。从发展经济学和大国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而且这个问题也最能够体现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我本人及我的团队的研究重点。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大量以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具体问题为例，来讨论观念与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当观念及其影响很难被“识别”的时候，我试图用例子来说明问题。这个讨论延续了我之前有关“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评论[footnoteRef:3]，力图从“观念”入手为空间政治经济学寻求更为微观的基础。 [3:  陆铭：《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4期；陆铭、陈钊等：2021,《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1年。] 

本文一共分为四节。除了引言之外，第二节讨论观念与利益、制度安排、认知、信息、历史等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第三节讨论观念对于转型的具体影响。第四节讨论在理论上是否存在最优的转型理论，以及为什么转型必须是演化的，而非理性设计的结果。第五节进行总结，并且给出一些简短的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建议。
二、界定观念与相关因素
为了更好地聚焦在观念及其影响，我们先排除一些表面上是观念，但实际上并非观念所致的情境。
（一）利益、制度、认知与历史
有些表面上看是“观念”所致的行为，本质上其实是“利益”问题。在中国大规模的城乡间和地区间人口流动中，长期存在的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就不完全是观念问题。举个具体的例子，教育部曾经要求地方政府要提高外来人口子女入本地公办学校的比例，这个政策的意图是好的，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关闭为外来人口子女提供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做法，只为提高“入公办比例”，结果却使得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变得更难了。再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追求本地经济和税收总量最大化，普遍采取政策将投资和产业留在本地，从而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不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前中国的税收主要是基于本地的生产而产生的增值税。如果在中国未来的税收体制中，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占更高的比重，那么表面上保护本地生产和投资的“观念”（实际上是制度导致的行为）也会被削弱。
恰恰因为很多“观念”其实就是“利益”问题，因此，有些“观念”本质上是由制度安排决定的行为结果。比如对于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相关的改革，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有所谓“恋土”情结，并且把土地作为农村的社会保障，认为不能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但其实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现有的农村土地根本无法承担社会保障的功能。有研究发现，“1986-2015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2万余农户，在已流转的土地中，2002年以来‘零租金’流转的比例均超过40%。2014年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对全国15个省、234个县区的抽样调查也发现，全国‘零租金’转出耕地的比例为39%，其中山西省和重庆市分别为70%和72%。”“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和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发现，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例，2015年农户经营自家承包的耕地，其收益仅占家庭总收入的5%。纯粹经营粮食生产的农户，若想获得全国农村户均收入水平，现阶段需经营耕地244亩，即需租入他人耕地236亩。”“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计算，2015年全国耕地流转租金平均为243元/亩。据此计算，农民出租自己承包耕地所获得的养老金约为630元/人/年，仅占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下限需求的10%。”[footnoteRef:4]如果说，以“恋土”情结和土地作为农村的社会保障为由，阻碍农村土地改革是“观念”问题的话，那么，“恋土”和家乡情结是否也受制度的影响呢？为了检验制度对于观念的影响，我和我的合作者用字节上的视频大数据做了一个研究。我们发现一个城市所发布的视频被点赞数量既与本地人口数量有关，也与本地到外地工作的人口有关。我们认为，外出工作的人口数量与点赞家乡视频的数量相关，说明人的确有思念家乡的情结。但同时，我们还发现，点赞家乡和外出人口之间的相关性取决于人口流入地的制度安排，如果人口流入地的户籍门槛更低，那么点赞家乡和外出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就变小了。[footnoteRef:5]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中国的一个成语，叫“乐不思蜀”。进一步推论的话，如果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得以改革，那么所谓由于“乡愁”之类的情感因素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强。 [4:  李秀彬、王亚辉、李升发：《耕地的社保功能究竟还有多大？》，《中国科学报》，2018年6月25日，第7版。]  [5:  我们同时也发现，在人口流入地，如果户籍门槛更高，则外来人口点赞当地视频的数量更低，这也说明了制度对于情感及相应行为的影响。陆铭、魏东霞、李杰伟、夏怡然：《乐不思蜀乎？从视频大数据看移民融入与点赞家乡》，上海交通大学2023年工作论文。] 

以上看上去是观念但其实并非观念的现象，本质上都和制度有关。经济学传统是重视制度的，但要进一步问，制度是哪来的？或者说政策是哪来的？我认为，制度和政策本身就是观念的结果。比如说，尽管农民有恋土情节或者土地是社会保障并不一定是事实，但当很多人认为“农民有恋土情节或者土地是社会保障”的时候，这种观念就会成为制度和政策转型的障碍。因此，如果不讨论观念问题，很难解释为什么不合理的政策长期存在，甚至出现相互矛盾的政策。
观念虽然是主观的，但是却反映了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问题，错误的认知可能对制度和政策产生影响。例如，在做国际间城市比较研究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学者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城市定义与别国的不同。在中国，当人们谈到城市的时候，通常指的是直辖市或者是地级市的行政管辖单位，只在特定语境下，才特指县级市。而其他国家的市相当于在一个经济上有独立收支的行政主体，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县（区），它在人口和面积上远小于中国的地级市或直辖市。即使较大的市，比如说东京市或纽约市，其面积和人口也远远小于中国的地级市或直辖市。同时，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与周边毗邻的中小城市紧密连接成了都市圈，通常被认为是大城市的统计单元，例如东京都市圈的面积可以达到1.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的面积，但又远大于上海的面积，远小于重庆的面积。因此一些人直接将中国的城市与国外的城市进行数据对比，而得到中国城市人口太多，土地开发强度太大的结论，自然就影响了人们对待中国城市发展的观念，再进一步引申出了限制大城市人口和土地开发的政策。更具体地来说，如果将上海和东京去做比较，当得到上海人太多的结论时候，比较对象是东京都（或东京市），其面积仅相当于上海的三分之一，且辖区内有大量山地。而当得到上海土地开发强度太高的结论的时候，比较对象是东京都市圈，其面积是上海的两倍，这样的比较显然是不科学的。如果在面积大致相当于东京都市圈的“上海都市圈”范围内（大致相当于上海与毗邻的一些县级市），实际上土地开发强度低于东京都市圈，人口也少于东京都市圈。[footnoteRef:6]遗憾的是，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对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转化成了控制城市人口和土地开发的政策。那么，影响决策的认知偏差是怎么来的？坦率说，对于被动接受别人提供的数据的，可以说是认知问题。但是对于提供错误数据的，是出于认知还是其他原因，就不得而知了。[footnoteRef:7] [6:  陆铭：《向心城市：迈向未来的活力、宜居与和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  [7:  关于认知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东南沿海的发展是不是因为优惠政策？城市人多在多大程度上是导致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的原因？比如区域间平衡发展是要追求总量的平衡，还是人均的平衡？关于这些问题，我在以前的著述中讨论了很多，本文不再赘述。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6年；陆铭：《向心城市：迈向未来的活力、宜居与和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 

以上讨论的观念问题，取决于当下的制度和认知。接下来讨论观念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观念是否可以被外生的信息干预所改变？
在个体层面，个人的观念与生活经历是高度相关的。对此，有不少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考察了人的行为如何受到出身和早年经历的影响。比如说，在户主早年经历过饥荒的家庭，当下的储蓄率更高[footnoteRef:8]，更倾向于维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footnoteRef:9]。我们自己的研究更加关注政策制定者的行为，结果发现，如果一个地方的市长是出生在受计划经济影响强而国有企业比较多的地区，那么，在他当下领导的城市，也会采取政策举措来干预企业经营。[footnoteRef:10]在群体层面，历史对于观念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例如，我们的研究发现，出生于计划经济年代且国有企业比较多的地方的群众，会在当下对从业于国有企业有更强的偏好，而且这个发现不是因为当地国有企业的待遇更好，此外，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群体没有这样的所有制偏向。[footnoteRef:11] [8:  程令国、张晔：《早年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  [9:  罗必良、洪炜杰：《记忆、信念与制度选择——以家庭承包制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  [10:  不过，由于政策制定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观念很难被直接测量，因此我们没有去区分观念和可能导致行为差异的其他因素。Li, Pengfei, Yiqin Fu, Ming Lu and Yiqing Xu. "Do Intrinsic Motives Matter in Authoritarianism? Policy Preferences of Chinese Mayors and Firm Employment", Working paper (2023).]  [11:  Li, Pengfei and Lu, Ming,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ttitudes: The Origin and Impact of State Ownership Preferences in China.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4688470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4688470 ] 

（二）观念与文化
历史对于当下社会群体性观念的影响，往往归于文化。在这方面，近期有一篇非常出色的综述论文，总结了历史政治经济学中的文化。[footnoteRef:12]在中国，李辉文[footnoteRef:13]、王丹利[footnoteRef:14]和陆铭[footnoteRef:15]也分别总结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文化经济学研究的由群体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并不完全是本文所讲的观念，但是，文化经济学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却仍然对我们思考观念问题有所启示。例如，有文献认为，文化是可以被某一些外在环境变化而改变的。观念也是如此，它既有长期的稳定性，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二战后，德国分裂成东西德，人们生活在不同体制的两个国家，即使在两德统一后，前东西德居民在政治态度上仍然存在显著的区别，东德居民更加相信政府应在社会保障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前东西德居民在两德统一之后政治态度出现了缓慢的趋同。[footnoteRef:16] [12:  Lowes, Sara, “Culture in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NBER Working Paper, 2022, NO. 30511.]  [13:  陆铭、杨汝岱等：《大国经济学：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中国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3年。]  [14:  王丹利：《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中的顺应、阻碍与变迁》，《学术月刊》2023年第3期。]  [15:  陆铭：《和合文化与中国的经济学》，《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  [16:  Alesina, Alberto, and Nicola Fuchs-Schuendeln, “Good-Bye Lenin (or Not): The Effect of Communism on People's Preferen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7, no. 2 (2007), pp. 1507-1528. ] 

文化和观念尽管相关，但显然并不完全是同样的问题。文化往往有群体性特征，而且文化常常表现为某种行为的群体特征。而观念既反映个体的主观因素的差异，也可能（但不一定）表现为群体层面的行为趋同。个体层面的观念差别并不是文化问题，这一点非常好理解。反过来说，群体性文化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并不一定是主观观念的结果。在群体层面，即使同样社会经济特征的人群内部也可能具有不同的观念，因而它并不构成文化范畴。例如在城乡和区域发展这方面，很多人认为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城乡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也有人认为要控制城市化的水平来保障粮食安全，[footnoteRef:17]而且持有这种看法的人有不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些恐怕就不能认为是文化问题了。同时，即便是群体性的行为特征也未见得因为是观念的差异。有些群体性的文化现象可能的确有部分是观念的结果，例如，跨地区的流动人口群体回老家建房表现出了群体性的特征，其中，落叶归根的观念是导致流动人口群体行为的因素之一。而另一些与观念相关的群体性行为，看似文化，却可以被“利益”解释。例如，男孩偏好既是观念，也具有地域性的文化特征。研究发现，往往是在宗族冲突比较激烈的地方，更容易产生男孩偏好，因为男孩比女孩更有能力保护本宗族的产权。[footnoteRef:18]再比如，北方农村屋顶往往是平的，而南方农村因为多雨，所建房屋的屋顶往往是有坡度的，这些群体性行为恐怕就仅仅是因为可以解释的地域特征，而不宜简单归因于文化，更不能说是观念所致。有时，一个地域的群体性行为可能只是信息不充分的结果。例如，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实施“村村通广播”工程后，对于一些较偏远的地区产生了促进外出务工的作用。[footnoteRef:19]反之，当一个地方呈现出不愿意外出务工的现象，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信息，而不是观念所致。 [17:  事实上，劳动力流动有利于缩小城乡和区域间收入差距，城市化水平提高过程中，中国的粮食产量总体是增长的。]  [18:  Lu, Ming and Danli Wang, “Fighters: Clan Conflict, Sex Imbalance, and Its Evolution,” Working paper (2021).]  [19:  Lu, Ming and Danli Wang, “Horn for Mobility: Public Information and Migration-Distance Relationship Seen from a Full-Coverage-of-Radio Project in Rural China,” Working paper (2023).] 

三、观念的影响
在厘清了观念与其他范畴的异同之后，我们试图将讨论聚焦在真正的观念相关问题上。我的核心观点是，观念是重要的，而且它同时受制于整个社会的历史以及个人的早期生活经验。而群体性行为、互联网的技术会强化观念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导致人和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群分(sorting)效应。最终的结果是使得社会经济的状态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甚至影响转型的速度和路径。本文的分析逻辑可以总结为图1，以下我对其渐次展开讨论。 
图1：观念与转型关系的示意图
[image: ]
（一）观念、分化和群分 
观念作为一种主观因素对于客观世界的反应，通过影响人的行为而最后造成某种结果。这种结果如果与事后所呈现出来的客观规律不相符合，则有可能给社会和个体带来负面的影响。在城乡和区域发展这个议题上，有很多的例子都可以说明，观念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大规模跨地区流动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事实上已经离开了老家，但其中不少人仍然认为回老家才是最终选择。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城市化率在不断地提升，跨地区流动的人口规模也不断在增加，但是在农村的宅基地占用却是越来越多的。根据农业农村部抽样调查数据，2019年全国农村宅基地闲置率为18.1%。[footnoteRef:20]从2000到2016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由8.08亿人减少至5.89亿人，减少了27.1%，但同期农村宅基地面积反而由2.47亿亩扩大为2.98亿亩，增加20.6%。[footnoteRef:21]在具体个体上，我们很难区分哪些人回老家建房子是因为实际的需要，哪些人是认为自己最后会回到老家，事实上却不会。但是，在加总层面上，如果城市化率是提高的，而农村宅基地上建房却越来越多，那么，这其中必定有一些是观念未能符合实际出现的趋势而导致的。当然，不能否认，这其中一部分是因为城市制度缺乏包容性，限制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定居和平等享受公共服务所致。我的调研感受是，流动人口常常并不了解城市化的趋势和政策演变，甚至有时默认既有的政策是合理且长期的。 [20:  张天佐：《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期。 ]  [21:  刘守英、熊雪锋:《产权与管制——中国宅基地制度演进与改革》，《中国经济问题》2019年第6期。] 

在个体层面上，我们也能观察到，几乎相同背景的人由于观念差异而导致的行为差异。例如，虽然在加总层面上存在大量农村进城人口回家建房的情况，但仍然有一部分人较早地在城里买房定居，并且获得了资产增值效应。魏东霞曾经在一篇短文里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几乎相同背景的进城人口在是否买房问题上做出了不同选择，今天的状态大不相同。[footnoteRef:22]当然，要在实证研究中用大样本数据证实人和人之间的行为差异是由观念差异，而不是其他因素所导致的，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 [22:  魏东霞：《在快手，穿透房产投资的人口密度法则》，2021年3月9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3726712306311277&wfr=spider&for=pc。] 

一种观念往往具有社会群体特征，因此一旦当观念和社会身份结合在一起，则非常容易得到相互的强化。尽管情感只影响个体的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情感是个私人物品——但是，当具有特定社会身份的群体有某种共同的情感时，它就可能导致群体性的行为结果。[footnoteRef:23]在上述的农村建房例子里，进城务工的群体往往有老乡的社会网络，并且在这一群体内有较多的社会互动。当个体的观念受到群体影响的时候，那么由观念所导致的行为也会导致群体行为的趋同，从而导致社会处于某种社会行为的均衡状态，但是这种均衡状态很可能并不是个体或社会福利最优的。有农村生活经历或者观察的读者应该知道，在农村生活中，如果在外打工挣了钱，很多人就要回家盖房，否则就会被人非议或者瞧不起，但事实是，农村的住房大量闲置。[footnoteRef:24]有时，流动人口也会为自己曾经在老家造的房子事后闲置而懊悔。 [23:  Shayo, Moses, “A Model of Social Identity with An Applica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 Class, and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3, no. 2 (2009), pp. 147-174.]  [24:  来自其他国家的证据也表明，群体身份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成员在均衡状态下的行为不符合个体或社会福利最大化。比如，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会弱化一个国家的弱势群体对于再分配政策的偏好，哪怕这种再分配政策对他们自身是有利的（Shayo, 2009）。又例如，当与群体身份认同相关的文化议题在政治上变得高度敏感，文化上的保守派会支持一些不利于自身或者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比如更少的再分配，哪怕这些保守派也属于低收入群体（Bonomi et al., 2021）。Bonomi, Giampaolo, Nicola Gennaioli, and Guido Tabellini, "Identity, Beliefs, and Political Conflic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36, no. 4 (2021), pp. 2371-2411.] 

如果社会群体按身份来划分，可能会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产生负面后果[footnoteRef:25]，而观念的分化如果与社会身份相结合，也将强化群体分化并引发利益冲突。在中国的城乡和区域发展里，当不同地区需要平衡发展（总量平衡）以及一些大城市需要控制规模这样的观念长期存在的时候，就很容易形成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障碍，并且形成本地原住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的对立。这尤其在一些人口众多且户籍门槛比较高的大城市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不同身份的人群之间进行政策博弈的过程中，事实上达到的结果可能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但是这种既得利益的保护和维持并不一定是有利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甚至也并不一定有利于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例如，对于大城市人口的控制可能导致高生活成本，而对于大城市土地供应的控制也会带来本地的高住房价格，而这些成本也是不利于本地人口福利的。[footnoteRef:26] [25:  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26:  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只是在类似于美国这样的环境里，观念和身份的结合往往是与种族矛盾、性别议题等等结合起来，并最终转化成为美国社会中的身份政治。如果多数人的观念和行为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不一致的话，那么身份政治的最后结果不仅可能产生新的“多数人的暴政”，对少数群体不利，甚至有可能连多数群体也在社会冲突中一同受损。] 

[bookmark: _Hlk158921871]在互联网的时代，观念与身份的结合有可能被进一步的强化。第一，网络使得人们交往的范围可以被超越时空地拓展。第二，在虚拟的世界里，人往往因为具有虚拟的身份，而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负责。第三，在网络空间里人的身份和偏好往往成为可以识别的标签，一些虚拟空间里的社群本身就是按照身份来进行划分的，且互动成本很低，网络空间可以使得社群的形成变得更加容易。[footnoteRef:27]第四，一些平台经济通过算法推送信息，有可能使得人对于信息的接触变得有偏。而且人们也往往更愿意接受与自己既有观念和行为比较吻合的信息，更愿意接触与自己观念和行为比较接近的人群。[footnoteRef:28]这样，就更容易使得与身份有关的观念得以加强。比如我们的研究就发现，城市的消费多样性可以增加当地居民的幸福感，而人口多样性会降低当地居民的幸福感，说明人们喜欢多样性，却不喜欢跟多样性的人在一起。[footnoteRef:29]有趣的是，平台经济也并非一定强化与身份有关的观念，近期有研究发现，“小红书”在中国台湾青少年中流行，小红书凭借功能强大的资料库、善意互动且有归属感的社交平台，影响了年轻一代对大陆的认知。[footnoteRef:30] [27:  Lawrence, Eric, John Sides, and Henry Farrell, "Self-segregation or Deliberation? Blog Readership, Participation, and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8, no. 1 (2010), pp. 141-157.]  [28:  经济学的一些最新理论研究甚至发现，既有观念和行为甚至会深刻地影响相关人群信任什么样的信息来源，哪怕他/她接触到大量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Gentzkow et al., 2018）。Gentzkow, Matthew, Michael B. Wong, and Allen T. Zhang, “Ideological Bias and Trust in Information Sourc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8).]  [29:  陆铭：《和合文化与中国的经济学》，《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  [30:  贾选凝：《台湾年轻世代认同研究——“小红书”让谁焦虑了?》，《台海研究》2023年第2期。] 

观念与身份的结合有可能在实体空间里也有所体现，从而进一步产生在现实世界里的地区间群分现象。例如，人们经常在谈论到中国地区间差距时，认为南北差距有所拉开是因为北方的市场经济观念不如南方。[footnoteRef:31]于是，我们用中国社会经济调查(CSS)2019年的调查数据[footnoteRef:32]对此进行了检验。在表1中，“均值”表示将所列因素作为“你认为穷人会陷入穷困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前三个原因的比例，结果显示，南方人更多人认为是因为运气，而更少人认为是因为身体、教育、法律政策这些原因。在表2中，在回答“你认为富人能取得财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南方人更多人认为是因为工作努力和敢于冒险，而更少人认为是因为有社会关系和“违法乱纪，走歪门邪道”这些原因。的确，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因素作为观念的体现，南方人表现出认为收入分配是更由市场因素决定的。 [31: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南北差距”在总量意义上是存在的，但这主要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南方的大江大河加海港的条件是北方所欠缺的。但人均意义上的南北差距实际上并不明显。参见陆铭、李鹏飞、钟辉勇：《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 ——新中国70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管理世界》2019年第10期。]  [32: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数据来源：http://css.cssn.cn/css_sy/zlysj/lnsj/202204/t20220401_5401858.html] 


表1：你认为穷人会陷入穷困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被选择为前三原因的比例）

	
	南方均值
	
	北方均值
	均值差

	没有能力和才干
	0.417
	
	0.421
	-0.004

	运气差
	0.12
	
	0.082
	0.037***

	家庭条件差
	0.221
	
	0.21
	0.011

	懒惰
	0.486
	
	0.485
	0.001

	身体不好，有残障
	0.341
	
	0.359
	-0.018*

	教育程度低
	0.239
	
	0.265
	-0.026***

	法律和政策缺乏对穷人平等的保障
	0.04
	
	0.046
	-0.007*

	缺少社会关系
	0.095
	
	0.09
	0.004

	注：（1）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其他省市为南方地区。（2）南方样本数为5941，北方样本数为4342。



表2：你认为富人能取得财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被选择为前三原因的比例）

	
	南方均值
	
	北方均值
	均值差

	有能力和才干
	0.599
	
	0.602
	-0.003

	运气好
	0.153
	
	0.149
	0.004

	家庭背景好
	0.347
	
	0.348
	-0.002

	工作努力
	0.312
	
	0.285
	0.027***

	有社会关系
	0.221
	
	0.237
	-0.016*

	教育程度高
	0.177
	
	0.188
	-0.011

	法律和政策偏向于富人
	0.03
	
	0.035
	-0.005

	敢于冒险
	0.092
	
	0.082
	0.010*

	违法乱纪，走歪门邪道
	0.028
	
	0.034
	-0.006*

	注：同表1。



人们在迁移过程中更加有可能会因为观念与身份的结合，在实体空间里出现群分现象(sorting)，即有相同偏好和观念的人群逐步聚居在一起。这个现象在美国被认为是存在的。例如有研究观察到，美国的政治两极化与美国人的移居模式有关，他们在搬家时，往往会移居到符合他们政治偏好的地方，尤其是生活在政治极端化地区的人。[footnoteRef:33]在中国我还没有发现有类似的研究，所以，我看了一下CSS2015年数据，这一年的数据可以帮我们区分一个人居住地和户籍身份，于是，我们将样本分为中心城市本地人、中心城市外地人、中小城市本地人、中小城市外地人和县市镇本地人。可以看出，总体上来说，与中小城市本地人相比，中心城市（即大城市）的本地人更同意“现在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信仰”和“一个人一生的好坏是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掌握的”，更不同意“穷人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才生活困难，不能怨社会不公平”。而中心城市的外地人在几个问题的选择上更加接近于中心城市的本地人。当然，这个分析并不能直接证明到底是“群分”的结果，还是外来人口受到了本地人的影响，只能希望有更多的后续研究来回答此问题。 [33:  Liu, Xi, Clio Andris, and Bruce A. Desmarais, “Migration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S.: An Analysis of the County-level Migration Network,” PloS , vol. 14, no. 11 (2019), e0225405.] 


表3：不同规模城市本地人及外来人口的观念
	
	现在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信仰
	穷人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才生活困难，不能怨社会不公平
	一个人一生的好坏是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掌握的

	中心城市本地人
	2.04
	2.46
	2.02

	中心城市外地人
	2.09
	2.43
	2.04

	中小城市本地人
	2.17
	2.38
	2.08

	中小城市外地人
	2.15
	2.32
	1.89

	县市镇本地人
	2.17
	2.3
	2.01


注：数值低表示更同意，数值高表示更不同意。

（二）观念影响下的均衡及转型的困难
观念和行为的群体性除了在静态意义上导致福利损失之外，还将形成某种群体性行为的均衡，并且长期存在，制约转型的速度[footnoteRef:34]。由于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城乡和区域发展来说特别重要，因此，我要举例详细地讨论一下。 [34:  在政治学关于民主转型的研究中，就强调经由观念推动的公众参与是促进民主转型成功或民主政体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社会的政治精英和普通公众对权力、政府、民主、政党、政治参与、合法性等问题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包刚升：《政治学通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在历史影响的观念之下，中国经济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空间一般均衡。具体来说，中国不仅自古以来有着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系统的历史传统，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也是源自于政府强干预的计划经济。因此，中国的社会公众有强烈的“出事找政府”的习惯，而政府则相应的成为了权责无限的政府。那么，为什么这会影响到中国特色的空间一般均衡呢？
在上述种种观念的影响之下，再加上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GDP和税收的动机，在资源的空间配置上，始终存在着地区和地区之间总量平衡、均匀分布的政策倾向。而在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事实上呈现向少数地理优势地区（如沿海）集聚的趋势，同时，集聚效应驱使经济和人口向一些大城市及周边地区集聚。上述矛盾使得相对欠发达的地区有激励通过举债来加大投资，但从事后来看，因为自然地理条件不够好，投资回报率低，最终导致这些地区的政府负债率非常高。[footnoteRef:35] [35:  是经济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差距，还是劳动力流动障碍阻碍了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这个问题集中体现了有关“当代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市场经济导致的，还是资源配置不够市场化导致的”的观念，也集中体现了对于资本-劳动关系的理解。事实上，恰恰是因为资本和劳动是互补的，才会出现资本和劳动同时在空间上集聚。规模效应带来资本的空间集聚，然后提升劳动力需求，劳动力再通过跨地区流动获得更高的收入。地区之间借助于劳动力流动缩小收入差距，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获得更快的发展，则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与上述逻辑和事实形成对照的是，很多人认为是市场经济和经济集聚导致了地区间差距。] 

化解政府负债的每一条路径都面临着巨大的转型成本以及一些观念障碍。地方政府的负债率等于债务除以GDP，如果要降低负债率，只有两条路径：要么减少债务，要么加快GDP增长。而加快GDP的增长又有两条路径，一条路是加快实际经济增长，另一条是加快名义增长，也就是通过发行货币，在物价上涨的趋势中，通过通胀来使得历史债务的实际规模下降。接下来我们逐一进行讨论。
首先来看减少债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缺乏投资回报的情况下，现实中出现的情况是借新债还旧债，而且地方政府城投债资金用途仅可“借新还旧”的比例近年有明显上升。[footnoteRef:36]因此，通过减少新增债务来减少负债非常难以实现。近年来，中央通过地方政府债券的置换，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同时局部地区通过减持国有资产以及约束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等方式，有效缓解了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速度，但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仍然居高不下。 [36:  李清荷等：《从城投募资用途，看红橙黄绿二三事（2023版）》，2023年2月20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wMTEyMTQzNA==&mid=2247517873&idx=1&sn=0b6a11cadfeaad42c9079bb454bbadc9&scene=21#wechat_red‘irect。] 

那地方政府是不是可以以违约的方式来减轻债务负担呢？答案是基本不行。在一些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负债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削减支出甚至走上破产清算来进行化解。但这样做的前提是社会公众需要有两个观念上的共识，第一，联邦政府不具有为地方政府还债的义务。第二，对于借债给地方政府的债权人一旦不能获得合理的收益，只能是自己对自己的投资失误决策负责。作为社会的纳税人，不会支持联邦政府去为地方政府还债。
但是在一个单一制的国家，社会公众的普遍观念或者隐含的契约共识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都是中央债务。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地方金融机构所转化成的金融产品已经事实上大量被社会公众所持有。社会公众在购买这些金融工具（比如理财产品）的时候，虽然被告知投资是有风险的，并且也签字了，但在观念上，社会公众仍然会认为地方政府对于偿债具有无限的责任。[footnoteRef:37]一些地方政府也认为，即使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也总是可以依靠来自于上级政府直至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来承担最终偿债责任。金融机构也认为只要有地方政府的信用背书，那么相应的理财产品和借款也都是安全的。尽管人们也都知道，如果始终存在政府对于负债的隐性担保，非常容易造成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中央政府也一直在释放信号，要打破地方政府债务刚性兑付的预期，但是事实上，由于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地方政府的负债很难大面积出现违约。 [37:  从观察上来说，对于相关产品的投资风险，社会公众也在学会接受。但是，由于理财产品的投资标的并不清楚，社会公众并不完全知道它是否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关，在此背景下，社会公众对相关投资风险的接受度有多高，是缺乏研究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每一个人应该首先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在中国当下，社会公众却仍然习惯于由他人和政府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观念源自于历史和现实的体制，而它又反过来强化了政府无限责任的逻辑。
如果通过减少债务来化解债务负担遇到困难，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来逐步化解债务风险呢？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以及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投资过度、消费相对不足的问题。因此，如果要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定要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更加有效地配置，来实现更快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但是，在此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地理优势地区和大城市相对更快的增长，而在欠发达的偏远地区，则将出现持续的人口流出。在这条路径上，可以通过中央向发达地区的征税，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对欠发达地区的债务进行逐步清偿。但是，在传统的观念之下，却会认为这种做法会加剧地区之间经济的不平衡。事实上，如果要素更为自由地流动起来，也有可能更快地出现欠发达地区偿债能力不足的问题，而这常常被认为是不好的。
如果通过优化国内资源空间再配置来提升经济增长动力，突破不了体制和观念的束缚的话，那么剩下的唯一选项就是通过货币发行和物价上涨来逐步消化债务存量。但是，这条路径实际上就是通过通货膨胀向每一个人民币持有者征收了一笔税收，相当于是所有人共同为局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负债和低投资回报率买单，这条路径对于社会公众的承受力将形成巨大的考验。但是反过来说，在逻辑上，全体社会公众接受的通胀水平恰恰又是在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极低的隐含契约之下社会公众付出的成本，它相当于一笔“保险费”——而且是强制保险——换来的是“出事找政府”的保险机制。在单次博弈中，由社会公众共同承担局部和个体行为带来的损失，很难形成社会共识（或一致的同意）。但在中国长期历史中形成的重复博弈之下，却可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隐含的社会共识：尽管在单次的博弈中，隐含的社会保险机制保护的是别人，付费的是社会公众，但是没准下一次这种保险机制保护的就是自己。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保险机制是不公正的，它实际上是让对自己负责的个体（包括自然人、企业和地区）为对自己不负责的个体分担了损失。
“出事找政府”的观念，促成了社会公众共同保险的机制，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一般均衡结果。表面上来看，在这个一般均衡结果之下，的确没有地方政府债务违约，没有企业大规模的破产，没有其他市场经济国家那样震荡式的经济周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产生了中国大量存在的僵尸企业、低效率投资和隐性的失业（或者劳动力的低效率利用），而且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在上述这个中国特色的“空间一般均衡”之下，体现出了普遍的市场经济规律之下，中国社会的特殊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恐怕是不能被超越的，因此，上述均衡结果是否长期可持续，越来越是个问题。
四、观念与转型
如果说因为观念的影响，中国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空间一般均衡”，那么，转型如何推进？本文对于观念的讨论，最终是想落脚到关于有关转型理论的讨论上。
（一）是否存在最优转型路径的理性设计？抑或转型是演化的？
转型的问题，天然是一个跨时期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观念会影响人的行为，那么转型的理论必然是一个演化的理论。因为人的观念只能在当下决定当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态或者说均衡，人不会知道明天自己的观念是怎样的，也不可能知道由所有人明天的观念所决定的明天的经济社会发展均衡，更不可能知道在代际变化中发生的观念变化及经济社会均衡状态的变化。所以，人不可能知道跨时期的最佳结果是怎样的，更不要说除了观念的制约之外，跨期的决策还受到其他外在条件的影响，包括制度变化本身。
基于最优动态规划的转型理论，最多只能是一个参照系。这个理论参照系有一定意义，它能够对现实进行一些解释，也能够让我们知道，如果现实偏离了最优转型路径，那么社会福利的损失会是怎样。但是最优转型理论一定不能被作为现实的刻画，而让人陷入到“现实中的转型路径就是最优的”这样一种认识误区中去。举例来说，在城乡和区域发展这个问题之上，我们曾经构建了一个城乡关系和城市化政策调整的动态最优规划理论，来讨论城市化政策的变化路径。在这个理论中，城市作为具有政策决定权的一方，如果放松对于人口流入的管制，那么经济增长将更快。然而，放松人口流入管制政策会让城市居民担心自己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好处被分摊了，于是城市这一方会选择延缓人口流动管制的改革，但是这样又会造成更大的城乡间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进城移民的数量增长而产生越来越大的社会冲突和消耗，对于增长是不利的。于是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个制度转型的最佳轨迹和转型的转折点，当进城移民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个群体面临歧视性的政策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就会促使城市政策转变。[footnoteRef:38]我们的这个理论模型是一个基于理性跨期决策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认为在现实中存在的延缓制度改革都是合理的。事实上，在这个模型中刻画的转型路径并不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的。也恰恰因为动态最优转型理论的不足，我们又构建了一个演化的城乡政策转型理论，从而刻画了每一期的城乡政策如何带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结果，以及这个政策之下的城乡间收入差距所带来的社会冲突和资源消耗，然后再进一步地决定下一期政策决策的起点，并进一步通过经济增长和城乡差距的权衡，决定下一期政策的状态。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一条由每期最优决策结果组成的政策演化路径。[footnoteRef:39]上述两个理论工作一前一后，实际上是从跨期的最优转型理论过渡到了演化的转型理论，解释了城乡政策的内生变化，但仍然没有把观念的演变及其对于转型路径的影响，纳入到形式化的理论分析里来。或许可以说，在上述理论中，认为流动人口进入会分享城市原住民的利益在一定承诺上刻画了观念。未来，在模型中把观念结合群体性行为纳入到对于转型路径的影响，在理论上更加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可以作为未来研究进展的方向。 [38:  陈钊、陆铭：《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39:  刘晓峰、陈钊、陆铭：《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内生政策变迁理论》，《世界经济》2010年第6期。] 

不管怎样，我不认为存在一个可以与现实相对应的最优转型理论。尤其是对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所以需要这样的转型，就是因为计划经济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集中决策陷于低效率，而市场经济才能通过分散决策来回避中央计划者的信息缺失问题。相比之下，如果我们相信转型可以由中央计划者来设计一条最优路径，或者相信现实的转型是在中央计划的最优转型路径上，那么在本质上，这就跟相信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一样幼稚。换句话说，在理论逻辑上，相信转型背后存在动态最优转型理论指导，本身就跟转型需要去克服中央计划者的信息缺陷是内在矛盾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转型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计划。也就是说，中国改革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并不存在对于几十年转型路径的事前设计。理解这一点，不仅对理解中国改革成功的实践非常重要，同时，理解转型的渐进性和演化特征，对于世界理解中国来说也非常重要。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实践都是摸索着前进的，真正务实的转型只能是基于历史、正视当下、谋划未来，而这种对于未来的谋划往往只能是对于近期的未来，而且可能也只是方向性的，具体的举措都只能是逐步摸索，走一步看一步。与其认为中国设计了一个有清晰目标的转型路径，去对中国的未来做出长期的判断，不如着眼于当下具体的问题，看改革是不是一步步地有利于增进人民的福祉。
（二）观念是否可以转变？
既然观念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及其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那么观念本身是否可以改变呢？是否可以借助于观念的改变，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及转型更加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呢？对此，我的答案是既可以又很困难。
先说观念改变的困难。人的天性是总认为自己当下是正确的，而观念的改变是需要耗费心理成本的，所以在以下几种情况之下，观念的改变并不容易产生。第一，个体改变观念并没有实际的好处，或者说好处并不够大。第二，外部性，观念的改变所带来的心理成本是自己承担的，而观念改变有可能带来的好处却是整个社会共享的，因此个人缺乏改变观念的激励。第三，观念如果被社会身份所加强，那么个体层面改变观念还会带来对于同身份的社会群体观念和行为的偏离，会带来额外的体成本。
在上述机制之下，一些外在的信息干预不仅不能带来观念的改变，甚至有可能导致观念的分化。在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议题之下，我们做了一次田野实验，它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干预。我们写了几段新闻，内容分别涉及到不同方面的外来人口对本地的贡献。在描写中，我们尽量使用了比较平实的语言，以避免情绪上的引导。我们在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人员，先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是对外来人口的看法，第二是是否赞同限制外来人口在当地工作。问完之后，我们给他随机看一段讲述外来人口对本地贡献的新闻，然后我们再对他问之前问过的那两个问题。为了避免这两个问题的重复太显然，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夹杂在了另外的一些无关问题之间。我们先后做了两次这样的街头实验，前后相隔大约一年，结果非常一致，而且耐人寻味。我们发现，同样是接受了一些讲述外来人口贡献的信息，不同的人群态度变化是不一样的。外来人口对于外来人口的评价变得更积极了，而本地户籍人口对于外来人口的评价变得更差了，可能是因为对其他本地人的态度有预期，而自己偏离他人的态度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心理成本。而在本地人中，我们又进一步区分了“出生在本地的”以及“出生在外地又转为本地户籍的”两群人，我们发现，在接受了信息之后，对于外来人口评价变得更差的其实是出生在本地的人群，而出生在外地后又转为本地人口的人群，他们对于外来人口的态度并没有因为信息的干预而发生显著的变化。[footnoteRef:40] [40:  Lu, Ming, Ziyang Yu, and Qingyi Ji, “Pride and Prejudice: Different Responses to Migrant Information among Different Identity Groups,”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vol. 1, no. 1 (2021), pp. 84-96.] 

如果说上述的发现是较为悲观的，我们的实验也得到了一个还算乐观的结果。我们发现，在教育水平这个维度上，更高教育水平的人更倾向于在获得信息干预之后改善对于外来人口的评价。因此，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理性化程度也可以逐渐提高，观念的转变是伴随着代际的更迭而出现的[footnoteRef:41]。当然，除了教育水平之外，教育的内容也是非常关键的。[footnoteRef:42]对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政策，我认为如果能够持续的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那么很多当下存在的对于外来人口（尤其是教育程度并不高的群体）的不公正待遇就能够得到更快的转变。 [41:  英格尔哈特（2013）认为观念转变是代际更迭的，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工业化国家，年轻群体较年老群体正在经历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从追求经济安全向追求自主、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转变。英格尔哈特，罗纳德：《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42:  Cantoni et al. (2017) 的研究证实，教育的内容的确影响了学生的观念。我自己的研究发现，学科背景是重要的。同样在官员的激励和考核体制之下，理工科教育背景的地方官员所领导的省份更注重基本建设支出，而文科教育背景的地方官员所领导的省份相对更倾向于提高科教文卫这些民生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但我们无法进一步证实这一学科背景差异来自于个体先天特征还是教育内容的差异。以上请参见Cantoni, Davide, Yuyu Chen, David Y. Yang, Noam Yuchtman and Y. Jane Zhang, “Curriculum and Ideolog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5, no. 2 (2017), pp. 338-392; Lu, Ming, Lijun Xia and Jinchuan Xiao, “Prosocial Leadership under Authoritarianism: Provincial Leaders’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in Chin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vol. 27, no. 1 (2019), pp. 5-30. 
] 

除此之外，我认为真正促使观念发生变化的仍然是传统观念的结果本身。比如在上文提到的中国特色的“空间一般均衡”例子里，如果债务驱动的低效率投资持续发生，闲置的建设项目越来越多，最后，地方政府债务终将无法维持，结果就只能是持续的依赖税收和转移支付化债，或者通过货币发行化解债务进而转化为通胀。最终，这就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违反不得的，部分地方政府的错误投资行为以及对于地方政府背书的理财产品的错误购买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能由全社会来承担。只有经过这样的观念更新，更加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才能逐渐发育起来。当前，中国正在面临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和局部地区的投资过度问题，短期内不容乐观，但是在长期，我相信人们和各级政府是会被现实所教育的。
五、如何应对观念的影响：一些启示
我们时常感觉到观念的影响，但是观念的影响究竟有多重要，尤其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观念有多重要，仍然是有待研究的课题。尽管存在着各种研究的困难，从目前已知的研究来看，观念是重要的，而且它同时受制于整个社会的历史以及个人的早期生活经验。而群体行为、互联网的技术会强化观念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导致人和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群分效应。最终的结果是使得社会经济的状态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甚至影响转型的速度和路径。即使不施加任何干预，我相信观念及其后果循环往复，转型仍将逐步推进。面向长期，实际生活中最终发生改变的恐怕主要还不是特定人的观念，而是人本身。一代新人换旧人，代际的更迭总是会发生，并且伴随着观念的转变。
面对演化式的转型，人们要有历史的耐心，但也并非无可作为。对于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经济学家开出的增进社会福利的药方往往是改革制度，而如果制度难改，则进一步的药方是改激励从而调整制度结构中的成本和收益。本文想说的是，制度转型之所以困难，往往是观念作祟。如果观念的确是重要的，并且决策者更多站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那么有关观念的讨论也可以得到一些实践的含义。第一，要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规律背后普遍的人性，决策者的认知要摆脱由于历史形成的观念束缚，要走在社会公众的前面。第二，要在全社会塑造共同体意识，防止身份对立，更要减少传统体制（例如户籍制度）对于人的身份的固化。第三，在公共领域，加强对于普遍性规律的传播，相应减少容易产生身份对立的信息和观点的传播，对存在争议的观念应充分进行研究和讨论，[footnoteRef:43]避免错误的观念阻碍进步。第四，对于转型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不同身份相关社群的观念分化和利益分化，可以设计对于相对受损一方的补偿机制，通过经济增长和再分配的结合，使得改革和社会转型更为顺利地发生。第五，是对知识分子的一个建议，那就是进一步加强对于普遍规律的研究，在研究中做好普遍规律和本国实践的结合。要看到转型时期特殊性所造成的现象和普遍规律之间的差异，既不要把普遍规律生搬硬套在转型时期的现象上，也不要把转型时期的现象随意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为了让更多的个体做出更有益于自己的决策，也为了助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学者要开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普及工作，帮助公众转变观念。让违背普遍规律的观念流行于世，就是学者对时代的卸责。 [43:  在公共领域，也存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要重视“思想的市场”，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力量（如拥有信息传播渠道的媒体和平台）也需要对一些违法和违背正确价值观的言论予以甄别与干预。] 




Mindset and Transition:
Take the spatial-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an example

Abstract:The influence of mindset (including emotion) on transition can be perceived, but it is rarely covered in economic research. This paper first clarifies some factors that appear to be mindsets but are actually institutions, and on this basis, I argue that mindsets are influenced by history, cognition, and individual origin, and are easily reinforced by social identity and peer effects.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of a large country like China, many of the dilemmas of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y that hinder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indsets. Mindsets change and constrain transition, so there can be no pre-planned optimal transitional path. The path of transition is evolutionary, and the speed of transition is limited by mindsets and people’s mutual interaction, so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by changing mindsets can improve social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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